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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作者研究了电力价

格对电力需求引致型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以及不同电价改革策略对二氧化

碳排放水平的影响， 强调了理顺电价结构与碳排放定价机制的重要关系。 工

业电价和居民电价对相应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不同， 因而旨在理顺电价

结构的改革政策将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净增加， 这与控制碳排放和应

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并不一致。 因此， 要顺利推进电力体制改革， 必须有相应

的碳定价政策配合， 同时碳定价政策的潜在效果也有赖于电价机制的理顺。
本文为推进电力价格改革、 协调电力市场化改革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提供了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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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 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左右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并争取使 ２０３０ 年的碳强度在 ２００５ 年基础上降低 ６０％ ～６５％ ， 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 ２０％ 左右。 实现这一峰值目标将主要依靠节能和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 而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将发挥主要作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新一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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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体制改革启动， 其中推进市场化进程、 改革电价形成机制成为改革重点。 传统的电

力定价由政府严格管制， 定价水平既不反映生产成本也不反映用电偏好， 电价结构严

重扭曲， 交叉补贴严重， 难以促进节能和提高能效。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就是理顺定价机制、 形成真实反映电力社会价值的价格水平， 其中要重点解决的一个

难题是逐步改变工业电价与居民电价之间的交叉补贴。 电力价格对电力消费引致的二

氧化碳排放存在重要影响， 因此考察电力价格改革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特征对于协

调电力体制改革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重点在推进碳排放交易机制和碳税的设计上， 部

分研究强调了电力行业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中的主体对象地位。 然而， 二氧化碳排放

的控制机制与电力体制之间的关系仍未得到深入研究。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如

何协调不同领域的改革政策仍缺乏稳健依据。 电价改革是否有利于二氧化碳排放的控

制， 理顺定价结构、 消除工业电价与居民电价间的交叉补贴能否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

减少， 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间位于 ３０ 个省级行政区内、 同

时具有工业和居民电价采样点的 ３６ 个地级市的数据， 研究了两种电价对二氧化碳排

放的影响作用及其区域差异特征， 并结合当前电力体制改革的内容， 分析了不同的价

格调整策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对相关政策建议作了讨论。
论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介绍理论问题和实证研究的设计； 第三部分介绍实

证结果和基本结论， 并针对不同电价改革政策的可能效果进行模拟分析； 第四部分是

针对电价改革和碳定价相关的政策讨论； 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二、 理论问题与研究设计

（一） 电力价格与二氧化碳排放

电力行业是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行业之一。 作为将一次能源转化为二次能源

的行业， 电力行业的燃料利用和能量转换过程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 同时， 电力行业

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上游基础性行业， 二氧化碳定价给电力行业带来的成本

将会通过电力价格转移给电力用户。 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是否能传递到终端电力价格

中取决于许多制度因素。 这些制度因素除碳排放定价政策本身外， 还包括电力市场和

电力规制机制等。 因此， 对电力行业而言， 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根本上取决于电

力定价政策。 中国的电价改革政策将对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日益重视电力行业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 一方面，

学界均认可电力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 与电力相关的许多因素都会深刻

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 例如， 侯建朝和史丹 （２０１４） 从电力产业链的角度， 综合考

虑发电、 输配电、 国际贸易、 终端消费等环节活动对电力行业碳排放变化的影响； 王

常凯和谢宏佐 （２０１５） 研究了影响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的 １０ 个主要因素， 其中

包括了电力结构、 转换效率、 输配损耗、 电力强度等直接与电力行业相关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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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一些学者则考虑了碳排放定价机制对电力市场的影响。 王建林

（２０１４） 介绍了碳排放控制和中国电价体制的背景， 分析了碳排放影响电力企业的三

种途径， 即总量控制、 配额分配和碳价波动， 提出了发电企业应对碳排放交易的策

略； 张晓龙等 （２０１５） 则利用考虑碳排放价格的电力市场发电成本模型和古诺竞争

模型分析了碳价对电力市场均衡的影响； 刘思东和朱帮助 （２０１５） 研究了在碳排放

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机制下发电商的应对策略， 提出了考虑碳排放权交易和电价风险

的发电商优化调度模型。
以上研究表明近年来国内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电力行业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相互

关系。 不过， 目前的研究仍未考虑电价改革对碳排放的可能影响， 特别是传统电价结

构的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性影响， 也缺乏相应的政策讨论。
在发达国家， 由于碳排放定价机制实施较早， 碳排放价格与电力价格之间的关系

一直是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重点。 Ｃｈｅｒｎｙａｖｓ􀆳ｋａ 和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２００７） 在理论上指

出， 影响碳成本转嫁的因素包括市场集中度、 容量充裕度、 电源结构、 配额价格水平

和电力需求水平等； Ｓｉｊｍ 等 （２００６） 对德国和荷兰的研究表明， ２００５ 年上半年有

３９％ ～７３％的碳排放成本转移至终端电力价格中， 而 ２００５ 年全年则有 ６０％ ～ ８０％的

成本转移， 而且这种转移比例持续上升； Ａｈａｍａｄａ 和 Ｋｉｒａｔ （２０１２） 研究了碳排放价

格对电力价格的非线性影响， 发现德法两国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国别差异； Ｈｉｎｔｅｒｍａｎｎ
（２０１６） 发现德国发电企业至少有 ８４％的碳成本甚至是超额碳成本 （１０４％ ） 会通过

电价转嫁给消费者； Ｏ􀆳Ｇｏｒｍａｎ 和 Ｊｏｔｚｏ （２０１４） 发现澳大利亚在碳价政策实施两年后

居民电价上升了 １０％ ， 工业电价上升了 １５％ ， 现货批发价格则上升了 ５９％ 。
上述研究表明针对电力行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最终是通过电力价格来实

现的。 总体而言， 这种作用一是通过降低电力需求进而降低对一次能源的消耗来实

现， 二是通过能源替代 （比如利用天然气替代煤炭、 利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来实现。 因此， 通过价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 电力市场和电价机制是关键， 而绝非仅

仅是碳排放的定价机制。 换言之， 碳排放定价机制的作用必须以电力定价机制为制度

前提才能发挥作用。
在二氧化碳排放价格能够比较顺利地传递至电力价格的基础上， 碳排放定价制度

设计或者定价的准确性才更具有显著意义。 所以作者看到， 尽管仍存在争论， 但二氧

化碳排放定价制度的选择和设计在国外一直是研究热点， 相关研究也非常丰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Ｋａｎｅｎ， ２００６； Ｃｏｎ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ｍｏｎｄ， ２００７； Ｐａｕ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需要强调的是， 国外的研究是以比较成熟的竞争性电力市场为背景的， 其研究的

侧重点在于二氧化碳排放价格向电力价格的转移或传递程度， 以及碳排放定价制度的

合理性。 对中国而言， 由于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一直比较缓慢， 竞争性的市场

交易机制和相配套的规制机制长期以来未能有效建立， 电力价格无法真实反映电力供

给的成本特征和电力需求的偏好特征。 同时， 碳排放交易机制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７８

周亚敏　 冯永晟： 中国的电价改革与二氧化碳排放



尽管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 （２０１５） 确定了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思路， 但

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仍未建成， 碳排放价格的合理性本身仍是一个问题。 因此， 电

价调整尚无法行之有效地发挥控制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
目前， 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改革电力定

价机制， 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 这就意味着电价必须朝着准确反映供给成本的方向调

整。 然而， 中国传统电价结构中存在的交叉补贴问题已经成为电价改革的棘手难题。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电价交叉补贴的政策， 工商业电价承担了补贴居民电价的重任。 电

价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种扭曲的交叉补贴结构。
电价结构的调整会对当前的碳排放控制产生重要影响。 理论上看， 电价作为经济

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基础投入， 其变化必然会带来工商业用电和居民用电活动的变化，
从而带来碳排放水平的变化。 不过电价结构调整会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 虽然居民电

价的上升会抑制居民用电的碳排放水平， 但是工商业电价的下降会降低工商业的成

本， 从而会刺激产出和二氧化碳排放。 同时， 中国的电力消费结构中， 居民用电仅占

１３％左右， 其余绝大部分为工商业用电。 这就意味着在不考虑其他二氧化碳排放控制

政策的条件下， 单纯的理顺电价结构的改革可能会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 这也是

本文实证部分所要量化验证的。 这种电价改革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对于推进

电力体制改革、 制定碳排放控制政策、 协调两大领域的改革具有直接而现实的指导意

义。 实证研究电价改革政策的二氧化碳排放效应， 并讨论电价改革与碳排放政策的协

调构成了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在现有技术水平下， 由于电力无法经济地大规模存储， 电力的生产和消费需同

时完成。 电力供求必须保持实时平衡， 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实际上也正是用电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因而可以称其为电力需求引致型二氧化碳排放。 这种定义方

式首先能够利用来自发电侧的必要信息计算二氧化碳排放， 其次可以将二氧化碳排

放与电力需求行为和电力价格联系起来， 从而可以研究电力价格与碳排放水平之间

的相应关系， 更进一步， 可以考察电价水平和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影响。
１􀆰 模型设定

假设电力需求 Ｑ ＝ ｆ （ｐ， Ｚ）， 其中 ｐ 表示电价， Ｚ 表示需求位移变量。 不失一般

性， 暂不区分居民和工业用户。 本文关心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量 ＣＯ２ 与 ｐ 之间的关系，
假设 ＣＯ２ 与电力需求 Ｑ 之间存在 ＣＯ２ ＝ ｇ （Ｑ）， 那么就有 ＣＯ２ ＝ ｇ （ ｆ （ｐ， Ｚ）） ＝ ϕ
（ｐ， Ｚ）。 为方便实证化处理， 简单变形得到 ｌｎＣＯ２ ＝ ϕ （ｌｎｐ， Ｚ）。

根据以上分析， 为考察电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进行一阶 Ｔａｙｌｏｒ 展开， 建立

二氧化碳排放的一般性实证模型：

ｌｎＣＯ２ ｌ ＝ αｌ ＋ βｌ ｌｎｐｌ ＋ γｌＺｌ ＋ ｕｌｉ ＋ μｌｔ ＋ εｌｉ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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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般性设定中， ｌ ＝ １、 ２， 分别代表工业和居民， ｐ 表示电力销售价格， Ｚ 代

表了控制变量集，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样本城市和年份， ｕ 和 μ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固定效应， εｉｔ是随机扰动项。
之所以将电力需求区分为工业与居民需求， 是因为两者的主要影响因素差异明

显。 除了两类用户分别适用工业电价和居民电价外， 在控制变量 Ｚ 的选取上， 工业

电力需求与居民电力需求引致型二氧化碳排放具有不同的选择。 对工业而言， 生产经

营活动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 因此加入控制生产经营活动的变量就十分重

要。 反映生产经营活动需要从 “数量” 和 “结构” 两个角度考虑， 即需考虑生产的

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 因此加入工业生产总值来表示生产经营活动的规模效应， 而加

入产业结构变量来表示生产经营活动的结构效应。 对居民而言， 预算能力和能源选择

数量至关重要， 家庭的收入和综合用能情况则是影响排放的主要因素， 因此加入了家

庭收入水平和人均的其他能源消费。 对于其他难以直接观测到的影响因素， 将其归入

固定效应项中。
一般认为， 在涉及电力需求时， 天气应作为重要影响变量进入实证模型， 针对这

一点需要特别说明。 天气对包括电力消费的重要影响主要反映在相对短期内的负荷曲

线的形状上。 在这里， 只有相对短期内的气温波动才有意义， 比如， 某天 （周、 月）
内的温度过高， 会导致用电负荷过大， 而对年度数据而言， 年度平均气温无法反映年

内温度波动特性， 各年间的平均气温差异非常小， 进入模型反而会增加多重共线性的

风险。 实际上， 使用年度数据意味着， 年内气温波动的影响已经体现在其他主要控制

变量中。
本文关心的主要对象之一是电价， 因此必须要考虑电价形成机制对分析方法可能

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 中国的规制电价政策对模型设定和估计策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 电价不随电力供求变化， 使得电价成为解释电力需求引致型二氧化碳排放的

严格外生变量， 这就避免了电价与电力需求之间进而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内生性问

题，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本研究的实证工作。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 电价主

管部门长期以来的定价策略使得居民电价与工业电价之间产生了某种内在关联。 由于

电价主管部门长期采取工业电价补贴居民电价的定价策略， 居民电价低在某种程度上

就决定了工业电价必然要高。 这种内在关联产生的影响必须要体现在分析方法中， 否

则可能导致设定的偏误。 不过这种关联虽然可以得到直观验证， 但却无法直接观测或

准确度量， 因此会同时存在于工业和居民两个方程中的随机扰动项中。 这就意味着，
工业方程与居民方程必须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才能得到准确有效的估计参数。 因此， 本

文的实证模型采用如下的联立方程系统：

ｌｎＣＯ２１ ＝ α１ ＋ β１ ｌｎｐ１ ＋ γ１０ ｌｎｙ１ ＋ γ１１ ｌｎｉｎｄ１ ＋ γ１２ ｌｎｉｎｄ２ ＋ γ１
􀭹Ｚ１ ＋ ｕ１ｉ ＋ μ１ｔ ＋ ε１ｉｔ

ｌｎＣＯ２２ ＝ α２ ＋ β２ ｌｎｐ２ ＋ γ２０ ｌｎｙ２ ＋ γ２１ ｌｎｅｎｅ１ ＋ γ２２ ｌｎｅｎｅ２ ＋ γ２
􀭹Ｚ２ ＋ ｕ２ｉ ＋ μ２ｔ ＋ ε２ｉｔ

{ （２）

其中， ｙ１ 代表工业生产总值， ｙ２ 代表家庭收入， ｉｎｄ 代表产业结构， ｅｎｅ 代表家庭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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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Ｚ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 总之， 在中国特殊的电价结构下， 单独分析工业或单独分

析居民排放问题都会带来一些偏误， 必须通过结构模型才能准确反映电价的真实影响。
２􀆰 　 数据说明

价格数据来自中国价格信息网提供的采价城市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的月度数据， 其中

工业电价的采价城市有 ３６ 个， 居民电价的采价城市有 １００ 个。 将两组数据进行匹配，
得到了同时具备工业电价和居民电价的 ３６ 个样本城市的集合。 利用月度数据按算术

平均法计算出各城市的年度电价。 各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工业和居民用电量、
城市所在省份电源结构， 以及所在区域电网的排放因子得到， 其中火电排放因子取自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的 《２０１０ 中国低碳技术化石燃料并网发电项目区域

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用电量及其他控制变量来自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 年的 《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各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基本统计量表

变量 含义 描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ｅｍ＿ｉｎ 人均工业排放量 万吨，对数 ０􀆰 ８７４６ ０􀆰 ６８４８ － １􀆰 ２９６１ ２􀆰 ６６２６

ｌｎｅｍ＿ｒｅ 人均居民排放量 万吨，对数 － ０􀆰 ４０８８ ０􀆰 ４８４１ － １􀆰 ９１４３ １􀆰 ０６８０

ｌｎｐ＿ｉｎ 工业电价 元 ／ 万千瓦时，对数 ８􀆰 ８７８１ ０􀆰 １６４９ ８􀆰 ３８９４ ９􀆰 １３７８

ｌｎｐ＿ｒｅ 居民电价 元 ／ 万千瓦时，对数 ８􀆰 ５５２７ ０􀆰 １１３１ ８􀆰 ２４２８ ８􀆰 ８２４７

ｌｎｙｐｅｒ＿ｉｎ 工业生产总值 亿元，对数 １􀆰 ８８６３ １􀆰 ６５０３ － ９􀆰 ２２３９ ４􀆰 ３３４２

ｌｎｓａｌａｒｙ＿ａｖ 平均工资 元，对数 １０􀆰 ６３０２ ０􀆰 ３５６９ ９􀆰 ８２１３ １１􀆰 ５５６６

ｉ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ｃ 二产比重 ％ ４２􀆰 ３４９８ ８􀆰 ８６５９ １２􀆰 ４０００ ６０􀆰 ４９００

ｌｎｇａｓｈｏｍｅ＿ｃ 人均家庭用气量 立方米 ／ 人，对数 ９􀆰 ３８６８ １􀆰 ４１２３ １􀆰 ３８６３ １３􀆰 ３３９９

ｌｎｇａｓｏｉｌｈｏｍｅ＿ｃ 人均家庭煤气量 千克 ／ 人，对数 １０􀆰 ４６１６ １􀆰 １２５７ ５􀆰 ８８６１ １３􀆰 ０１６２

ｌｎｐｏｐｕ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 人口密度 人 ／ 平方公里，对数 ６􀆰 ７２７５ ０􀆰 ８４５６ ３􀆰 ０３２５ ９􀆰 ３４５７

　 　

三、 实证结果与模拟分析

（一）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

１􀆰 基本估计结果

表 ２ 展示了基于单一方程估计法得到的有限信息估计结果。 所谓有限信息是指工

业用电二氧化碳排放方程的估计不考虑居民用电二氧化碳排放方程所能提供的信息，
反之亦然。 作为分析的起点， 单一方程的估计结果仍能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中，
考虑到扰动项中可能包括一些同时影响排放和经济活动水平的变量， 还需要考虑因加

入经济活动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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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有限信息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最小二乘法 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考虑内生性

工业 居民 工业 居民

ｌｎｐ＿ｉｎ
－ １􀆰 １６５∗∗∗

（０􀆰 ３２４）
－ １􀆰 ７７９∗∗∗

（０􀆰 ５０９）

ｌｎｙｐｅｒ＿ｉｎ
０􀆰 ０６６７∗∗

（０􀆰 ０２７６）
０􀆰 ５０８∗∗∗

（０􀆰 １５８）

ｉ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ｃ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０５１８）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８８８）

ｌｎｐ＿ｒｅ
－ ０􀆰 ４９５∗

（０􀆰 ２６７）
－ ０􀆰 ４９５∗

（０􀆰 ２６７）

ｌｎｓａｌａｒｙ＿ａｖ
０􀆰 ６１１∗∗∗

（０􀆰 １４８）
０􀆰 ６１０∗∗∗

（０􀆰 １５０）

ｌｎｇａｓｈｏｍｅ＿ｃ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２７６）
０􀆰 ０１１４

（０􀆰 ０２７８）

ｌｎｇａｓｏｉｌｈｏｍｅ＿ｃ
０􀆰 ２０３∗∗∗

（０􀆰 ０２３４）
０􀆰 ２０３∗∗∗

（０􀆰 ０２３４）

ｌｎｐｏｐｕ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
０􀆰 １３０∗∗∗

（０􀆰 ０３７９）
０􀆰 １３０∗∗∗

（０􀆰 ０３８０）

东部
０􀆰 ３１５∗∗∗

（０􀆰 １１０）
０􀆰 ０１７８

（０􀆰 ０７１６）
－ ０􀆰 ３２９
（０􀆰 ２７３）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７２４）

中部
－ ０􀆰 ３０７∗∗∗

（０􀆰 １１１）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７０８）
－ ０􀆰 ６２０∗∗∗

（０􀆰 １９２）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７１０）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９􀆰 ８９７∗∗∗

（２􀆰 ７９２）
－ ６􀆰 ０６１∗∗

（２􀆰 ５６３）
１５􀆰 ２７∗∗∗

（４􀆰 ３９８）
－ ６􀆰 ０６１∗∗

（２􀆰 ５６３）

观测值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５９

Ｒ２ ０􀆰 ２６３ ０􀆰 ４９６ － ０􀆰 ４９９ ０􀆰 ４９５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括号内为标准差。

根据表 ２， 两组设计下的电价均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反向作用， 即电价水平越

高， 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少， 反之则越多。 工业产出水平和工业占比对工业二氧化碳排

放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居民收入水平对居民二氧化碳排放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同时， 居民家庭替代能源使用量也会促进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 此外， 考虑内生性问

题后， 工业电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响应程度明显增强。
为了进一步考虑交叉补贴带来的工业电价与居民电价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系统

估计法重新估计方程。 完备信息估计结果 （见表 ３） 的大致特征与基于单方程估计法

的结果基本近似， 同时也存在两个明显差异： 工业电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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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升， 而居民电价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有所下降。 这恰是由交叉补贴所造成。 交

叉补贴给工业电力用户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假设不存在这种负担而估计方程， 将低估

用户对电价的敏感性， 而如果控制或剔除这种负担造成的影响， 那么价格敏感性则会

相应提升， 这与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通过一个简单的线性需求方程可以证明， 当电价

包括对其他用户的交叉补贴后， 面对此价格的用户的供给价格弹性将会下降， 而享受

价格补贴的用户的需求价格弹性将会上升。 在单方程估计下， 由于未控制这种影响，
造成两类用户的价格弹性偏离真实值， 而系统估计则校正了这种偏离。 因此， 基于系

统估计法得到的结果代表了真实的影响关系， 这也构成了下面进行政策模拟的基础。

表 ３　 完备信息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不考虑内生性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考虑内生性

工业 居民 工业 居民

ｌｎｐ＿ｉｎ
－ １􀆰 ２７４∗∗∗

（０􀆰 ３０６）
－ １􀆰 ８１２∗∗∗

（０􀆰 ４９４）

ｌｎｙｐｅｒ＿ｉｎ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２５９）
０􀆰 ５０４∗∗∗

（０􀆰 １５３）

ｉ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ｃ
０􀆰 ０２８９∗∗∗

（０􀆰 ００４８５）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８６１）

ｌｎｐ＿ｒｅ
－ ０􀆰 ４４３∗

（０􀆰 ２５１）
－ ０􀆰 ４６１∗

（０􀆰 ２５９）

ｌｎｓａｌａｒｙ＿ａｖ
０􀆰 ５１７∗∗∗

（０􀆰 １４１）
０􀆰 ６１０∗∗∗

（０􀆰 １４６）

ｌｎｇａｓｈｏｍｅ＿ｃ
０􀆰 ０００１７０
（０􀆰 ０２６０）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２６９）

ｌｎｇａｓｏｉｌｈｏｍｅ＿ｃ
０􀆰 １７４∗∗∗

（０􀆰 ０２２０）
０􀆰 ２０１∗∗∗

（０􀆰 ０２２７）

ｌｎｐｏｐｕ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
０􀆰 ０９６６∗∗∗

（０􀆰 ０３５５）
０􀆰 １２４∗∗∗

（０􀆰 ０３６８）

东部
０􀆰 ３７５∗∗∗

（０􀆰 １０６）
０􀆰 ０４１２

（０􀆰 ０６９５）
－ ０􀆰 ３１５
（０􀆰 ２６５）

０􀆰 ０１８３
（０􀆰 ０７０２）

中部
－ ０􀆰 ２５６∗∗

（０􀆰 １０８）
０􀆰 ０１８８

（０􀆰 ０６８６）
－ ０􀆰 ６０７∗∗∗

（０􀆰 １８６）
０􀆰 ０２９３

（０􀆰 ０６８９）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０􀆰 ９８∗∗∗

（２􀆰 ６３７）
－ ６􀆰 ４８６∗∗∗

（２􀆰 ４１５）
１５􀆰 ６０∗∗∗

（４􀆰 ２６４）
－ ６􀆰 ２７４∗∗

（２􀆰 ４８５）

观测值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５９ ２５９

Ｒ２ ０􀆰 ２５９ ０􀆰 ４８８ － ０􀆰 ４８６ ０􀆰 ４９５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括号内为标准差。

２９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２􀆰 稳健性检验

之前的分析是基于人均变量估计的模式， 为了考察这些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

稳健， 作者采用总量变量来重新估计方程， 得到了基本一致的估计结果 （见表 ４）。
综合比较来看， 虽然估计有所变化， 但核心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总体比较稳健， 并未

对实证结论造成明显影响。 这就允许作者可以根据以上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政策模拟

与讨论。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不考虑内生性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考虑内生性

工业 居民 工业 居民

ｌｎｐ＿ｉｎ
－ １􀆰 １５３∗∗∗

（０􀆰 ３５１）
－ １􀆰 ３９３∗∗

（０􀆰 ６５７）

ｌｎｙ＿ｉｎ
０􀆰 １３９∗∗∗

（０􀆰 ０２７３）
０􀆰 ７８０∗∗∗

（０􀆰 １０５）

ｉ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ｃ
０􀆰 ０２０７∗∗∗

（０􀆰 ００５３７）
０􀆰 ００５５４

（０􀆰 ００９２８）

ｌｎｐ＿ｒｅ
－ ０􀆰 ３９７７∗

（０􀆰 ３３０）
－ ０􀆰 ４００∗

（０􀆰 ２５２）

ｌｎｓａｌａｒｙ＿ａｖ
０􀆰 ６３２∗∗∗

（０􀆰 ２０２）
０􀆰 ８４５∗∗∗

（０􀆰 ２１７）

ｌｎｇａｓ
０􀆰 １９３∗∗∗

（０􀆰 ０２５７）
０􀆰 ２７０∗∗∗

（０􀆰 ０２７５）

ｌｎｇａｓｏｉｌ
０􀆰 ２０３∗∗∗

（０􀆰 ０３１６）
０􀆰 ２５１∗∗∗

（０􀆰 ０３３７）

ｌｎｐｏｐｕ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
０􀆰 １０９∗∗

（０􀆰 ０４４６）
０􀆰 １８５∗∗∗

（０􀆰 ０４８０）

东部
０􀆰 ５０５∗∗∗

（０􀆰 １２３）
０􀆰 ３５２∗∗∗

（０􀆰 ０８８８）
－ ０􀆰 ６３７∗∗∗

（０􀆰 ２３３）
０􀆰 ２７３∗∗∗

（０􀆰 ０８９５）

中部
－ ０􀆰 ２１３∗

（０􀆰 １２６）
０􀆰 １５４∗

（０􀆰 ０９００）
－ ０􀆰 ７９５∗∗∗

（０􀆰 １９９）
０􀆰 １５７∗

（０􀆰 ０８９０）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５􀆰 ９４∗∗∗

（２􀆰 ９９１）
－ ３􀆰 １１０
（３􀆰 ３７３）

２０􀆰 ２５∗∗∗

（５􀆰 ３８７）
－ ４􀆰 ０２２
（３􀆰 ５９３）

观测值 ２８８ ２８８ ２８８ ２８８

Ｒ２ ０􀆰 ３７２ ０􀆰 ６６４ － ０􀆰 ３７７ ０􀆰 ６９１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表示 ｐ ＜ ０􀆰 １； 括号内为标准差。

（二） 政策模拟分析

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本文专门考察不同电价政策对电力需求引致型二氧

化碳排放的影响。 设计了三种可能的电价改革策略： １􀆰 工业电价下降， 居民电价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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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 ２􀆰 工业电价与居民电价同比反向调整， 从而形成一种增量平衡策略， 即增量无

交叉补贴； ３􀆰 工业电价下降， 居民电价上涨至无补贴水平， 即存量无交叉补贴。
三种电价改革策略的设计是基于中国当前电力改革的现实状况。 ２０１５ 年底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通过降低电价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为企业减轻负担的方针， 并明

确指出了指导性的目标， 即平均电价降低 ３ 分。 ２０１７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入推

进 “三去一降一补”， 其中降电价仍是主要内容之一。 降电价主要针对工商业， 而市

场化改革则旨在理顺定价机制和价格结构。 短期来看， 工业电价下降有众多政策手

段， 而居民电价则难以调整， 特别是自 ２０１２ 年阶梯电价全国推广以后， 居民电价调

整只是缓慢进行。 中期来看， 为了缓解工业电价下调带来的交叉补贴负担的增加， 有

可能会适度提高居民电价。 长期来看， 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交叉补贴需要彻

底消除。
模拟结果表明， 在不考虑其他政策的效果时， 单纯的电价改革将会带来二氧化碳

排放水平的增加， 这种增加主要来自工业电力需求引致型二氧化碳排放 （见表 ５）。
如果居民电价不变， 工业电价下降 １％ ， 那么相应的市均二氧化碳排放在 ２００６ 年会

增加 １２􀆰 ７５ 万吨， 在 ２０１４ 年则会增加 ２０􀆰 １０ 万吨。 在这种情况下， 单纯依靠提高居

民电价将无法弥补这一排放缺口。 如果居民电价与工业电价同比反向调整， 那么居民

电价提升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不到工业电价调整产生的增排量的 １０％ 。 而如果令

居民电价上升至完全消除交叉补贴， 产生的减排效果也仍远远不够。 第三种电价改革

策略的模拟结果表明， 即便完全消除补贴、 理顺定价结构， ２０１４ 年仍然会产生 １４􀆰 ６８
万吨的市均二氧化碳排放净增量。

表 ５　 三种改革策略下的市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变化模拟结果

单位： 万吨

年份

工业电价降 １％
居民电价不变

工业电价降 １％
居民电价涨 １％

工业电价降 １％
居民电价涨至无交叉补贴

增加量 减少量 净增量 增加量 减少量 净增量 增加量 减少量 净增量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７５ — １２􀆰 ７５ １２􀆰 ７５ ０􀆰 ８７ １１􀆰 ８８ １２􀆰 ７５ ３􀆰 ６６ ９􀆰 ０９

２００７ 年 １４􀆰 １５ — １４􀆰 １５ １４􀆰 １５ ０􀆰 ９５ １３􀆰 ２０ １４􀆰 １５ ４􀆰 ０６ １０􀆰 ０９

２００８ 年 １５􀆰 ０９ — １５􀆰 ０９ １５􀆰 ０９ １􀆰 ００ １４􀆰 ０９ １５􀆰 ０９ ４􀆰 ３３ １０􀆰 ７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５􀆰 １９ — １５􀆰 １９ １５􀆰 １９ １􀆰 １８ １４􀆰 ０１ １５􀆰 １９ ４􀆰 ３６ １０􀆰 ８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７􀆰 ２８ — １７􀆰 ２８ １７􀆰 ２８ １􀆰 ２７ １６􀆰 ０２ １７􀆰 ２８ ４􀆰 ９６ １２􀆰 ３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５３ — １８􀆰 ５３ １８􀆰 ５３ １􀆰 ３７ １７􀆰 １６ １８􀆰 ５３ ５􀆰 ３２ １３􀆰 ２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２２ — １９􀆰 ２２ １９􀆰 ２２ １􀆰 ５４ １７􀆰 ６８ １９􀆰 ２２ ５􀆰 ５２ １３􀆰 ７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８１ — １９􀆰 ８１ １９􀆰 ８１ １􀆰 ６３ １８􀆰 １８ １９􀆰 ８１ ５􀆰 ６９ １４􀆰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０ ２０􀆰 １０ １􀆰 ６７ １８􀆰 ９２ ２０􀆰 １０ ５􀆰 ９１ １４􀆰 ６８

　 　 注： 增加量表示工业电力需求引致型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量； 减少量表示居民电力需求引致型二氧化碳排

放的减少量； 净增量表示电价改革策略的综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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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时间的推延， 电价改革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增量也

会不断增加， 如图 １ 所示。 这种变化主要受经济增长、 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

响。 这也反映出电价改革的现实迫切性， 电价改革进度越慢， 所面临的减排压力也

会越大。

图 １　 不同电价改革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如果要令电价改革能够保持二氧化碳排放中性， 即降低工业电价带来的二氧化碳

增排量等于提高居民电价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那么居民电价需要相应地提高多少

呢？ 本文仍以工业电价下降 １％为例， 模拟了这种情形的结果 （见表 ６）。

表 ６　 碳排放中性前提下的居民电价变化模拟结果

年份 居民电价提高比重（％ ）

２００６ 年 ７􀆰 １８２３

２００７ 年 ６􀆰 ８５４９

２００８ 年 ７􀆰 ２４８２

２００９ 年 ５􀆰 ５１４０

２０１０ 年 ５􀆰 ７４１９

２０１１ 年 ５􀆰 ９５５６

２０１２ 年 ５􀆰 ４６６１

２０１３ 年 ５􀆰 ２３６５

２０１４ 年 ５􀆰 １５６８

平均 ６􀆰 ０４５８

　 　 注： 以工业电价下降 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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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表明， 要保持碳排放中性， 居民电价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从整体样本

来看， 工业电价下降 １％ ， 居民电价需提高约 ６％ ； 从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来看， 需提高

５􀆰 １６％ 。 如果工业电价下降 １０％ ， 那么居民电价需要上涨一半以上才能保证电价改

革不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增， 这显然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 ２０１２ 年全国推行居

民用电的递增阶梯定价， 但是这项政策的特点是基本电量覆盖了 ８０％ 到 ９０％ 的用电

量， 与阶梯定价的理论性质存在明显差距。 实际上， 电价主管部门对居民电价的调整

长期以来都采取了保守策略， 导致居民电价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度调整， 这就决定

了单纯依靠电价政策难以中和由其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净增量。 综上， 在不考虑其他

政策工具的条件下， 旨在理顺电价结构的改革客观上必然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控制的

压力。

四、 政策讨论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 可以探讨电价政策与碳排放政策的一些问

题， 并找出协调推进两大领域改革的权衡之策。
电力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电价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中将发挥关

键性作用。 由于电力的物理特性及电力行业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控制电力需求引致型的二氧化碳排放， 必须以还原电力商品属性、 合理确定电力价

格、 理顺电价结构为根本前提。 扭曲的电价结构无法发挥出其控制碳排放与应对气候

变化的功能。
中国的电价改革目前承担着为企业减负的重担， 又处于控制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

化的背景之下。 实证研究表明， 理顺电价结构将会带来更大的碳排放增量， 这就意味

着单纯依靠解决现有的电价交叉补贴问题， 并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压力。 根据政策

模拟结果， 若不考虑碳排放成本， 可行的电价调整政策将无法降低碳排放水平； 而能

够控制碳排放的电价改革政策又不具有可行性。 这就意味着， 电价改革的内容必须更

为丰富， 或者说， 令电力价格反映碳排放成本需要成为电价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 对

中国而言， 电价改革不仅包括校正已有的价格扭曲， 消除工商业电价对居民电价的补

贴， 更要让电价构成更为合理以反映应对气候变化的机会成本。 认清电价改革的双重

任务， 对于中国明确电力体制改革和碳排放交易机制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中

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和碳定价制度建设必须协调推进。
在协调推进的策略上， 中国需要创新思路， 把引入碳成本作为理顺电价结构的必

要步骤。 利用电力价格改革的契机引入碳成本， 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电价改革的推进。
中国的工商业电价虽然较高， 但这是以未纳入碳成本为前提的。 消除交叉补贴将降低

工商业电价， 而引入碳成本将提高工商业电价， 最终的改革效果取决于两种价格变化

的比较。 也就是说， 目前相对较高的工商业电价实际上为碳成本的引入预留了价格空

间。 这部分价格空间的用途将从交叉补贴转移到支付碳成本。 对于居民电价而言，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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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交叉补贴需要提高电价， 引入碳成本也需要提高电价， 但从改革现实难度上讲， 以

消除交叉补贴的名义提高居民电价将面临较大社会阻力 （冯永晟， ２０１４）， 而引入碳

成本则能提供合理的依据。
当然， 利用消除交叉补贴的空间和契机引入碳排放成本， 并不足以理顺电价结

构。 电价结构的理顺根本上取决于系统的电力体制改革， 其中包括市场机制的构建与

规制机制的改革。 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构建竞争性电力市场， 但作者也

注意到， 电力体制改革试点与已经推进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并未实现有效衔接。
许多电力市场改革试点着力于降低工商业电价， 以应对宏观经济与电力行业的下行压

力， 缺乏统筹电力市场建设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的动力。 而就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建设本身的机制探索而言， 在全国统一碳排放市场建设方面也面临重重阻力， 制约着

合理的碳排放交易价格的形成。
尽管仍存在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 创新性地合力推

进电力体制改革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改革仍存在可能性和可行性。 ２０１６ 年， 在举行

杭州 Ｇ２０ 峰会之际， 中国和美国率先批准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这标志着中国将在

全球碳减排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在气候变化的态度上出现了

急剧转变， 但这对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有限， 更不会动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向上

的态度与决心， 反而使中国更有担当。
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全社会的用能行为和碳排放行为， 将是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根

本方向。 在当前许多进行区域电力市场改革的试点中， 令碳成本进入电价并传递给电

力用户的机制改革也已经有一定基础。 比如在京津冀、 广东和重庆这些双试点地区，
完全有条件将电力体制改革政策与已有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结合起来。 对于有可能推进

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的区域， 协调推进电力交易机制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协调运行， 更

是改革本身所应考虑的基本内容之一。 当然， 作者也要注意到，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和

电力行业形势下， 各试点地区面临较大的保增长压力， 从而使决策者更倾向于采取有

利于降低电价而非提高电价的政策。 针对这种情况， 必须要正确把握短期增长效果与

长期增长机制的权衡关系。 引入碳成本是电价改革的基本内容， 理顺电价结构才能发

挥碳定价机制的作用， 并有效地引导电力资源配置， 这种机制的完善恰恰能为经济增

长注入长期活力。

五、 结论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的市级数据， 通过实证考察工业电价和居民电价对相应

电力需求引致型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分析了不同电价改革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电

价改革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面临的问题， 强调了协调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与构建碳排放

交易机制的重要性。
顺利实现二氧化碳总量控制和达峰， 履行中国在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中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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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会受到电力价格改革的深刻影响。 这也反映出， 应对气候变化与支撑能源转型的

体制机制改革是紧密相关的， 而电价改革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中国电价结构长期存

在居民用户与工业用户之间严重的交叉补贴， 导致电价信号扭曲， 因此减少或消除价

格补贴是电价改革的目标之一。 由于工业电力需求和居民电力需求引致的二氧化碳排

放对价格的敏感度不同， 这就导致单纯的电价改革未必有利于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 在缺乏碳定价机制配合的条件下单纯理顺电价结构， 将会带来

二氧化碳净排放增加。 因此， 政策制定必须重视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 电价调整决

策需要考虑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理顺电价结构需要碳价政策的配合； 另一方面，
碳价政策的潜在效果必须以理顺的电价机制为制度前提。 这本质上既反映了提升电力

资源配置效率与追求低碳发展目标之间的困难权衡， 也凸显了协调推进能源转型与碳

排放改革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在当前形势下， 电价改革客观上为在电价中引入碳成本

提供了契机和空间， 尽管面临困难， 但这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探索协调推进电价改革

与碳交易权市场建设的路径应成为未来改革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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